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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测量工具介绍及对我国
的启示

黄雪梅，徐晓媛*，杨帅，孙婧文（中国药科大学，南京 211198）

摘要 目的：梳理国内外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测量工具，为我国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的建立及测量工具

的开发提供建议。方法：总结已有的医师与药师协作理论及模型，选取4种协作关系测量工具，对医师

与药师协作指数（PPCI）、医师与药师协作态度量表（SATP2C）、药师与全科医师跨学科协作频率测

量工具（FICI-P，FICI-GP）、全科医师与药师协作态度指数（ATCI-P，ATCI-GP）进行分析。从内

容、验证、应用（角度及特点）、模型基础和背景进行对比。结果与结论：初步构想出我国医师与临床

药师协作态度模型及测量工具，主要为交互因素、环境因素、角色看法3个维度，回答使用李克特5分量

表。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药师职责；医院应采取措施促进医师与临床药师协作；药师应在建立协作关系的

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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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Instruments for 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on Abroad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Huang Xuemei, Xu Xiaoyuan*, Yang Shuai, Sun Jingwen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instruments for 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on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in China. Method: Based 
on collaborative theories and models, 4 types of 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on instruments were identified.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in 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on Index (PPCI), Scale of Attitudes Toward 
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on (SATP2C), Frequency of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Instrument (FICI) 
and Attitudes Towards Collaboration Instrument (ATCI). The comparison was made in contents, validation, usage 
(points and features), basic models and setting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of validated PPC models 
and instruments lead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l and instrument of Physician-Clinical Pharmacist Attitudes 
Toward Collaboration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Interactional Determinants,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and 
Role Specification. China should further broaden and widen responsibilities of pharmacists. Hospital should mak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hysicians and clinical pharmacists. Pharmacists should take more 
active attitudes towards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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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改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慢病人群的

快速增长，药师在医疗队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医师与药师开始在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癌、老年慢性病等领

域展开协作，并取得成效[1-4]。国外有多项证据表明

成功的医师与药师协作可以减少不合理处方、改善

治疗效果、提高药物依从性、节约医疗资源[5-7]。

不成功的协作关系可能会削弱这些优势[8]。因此，

考察医师与药师的协作关系，并找出阻碍协作关系

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已有专家学者开发

了多个协作模型以及协作关系测量工具，供组织管

理者、医师、药师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参考。

虽然，张琼[9]构建了我国第一个医师与临床药师协

作模型，但是我国对于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测量工

具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首先介绍国外已经验证

过的协作关系测量工具，并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

础上，为我国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的建立提供建

议，并构想出我国医师与临床药师协作态度模型及

测量工具。

1   协作理论框架
Danie l le  D 'Amour等 [10]总结了组织间协作

关 系 的 1 0 条 理 论 ， 包 括 协 作 框 架 与 组 织 理 论

（Collaboration Frame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Theo ry）、跨学科协作分析框架（Analy t i ca l 

Frame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跨学科协作结构模型（Structurat ion Model  o f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协作5步模型

（Five-stage Model of Collaboration）等。这些理论

框架解释了建立协作关系的必要因素、形成协作关

系的原因以及关键步骤。

2006年，Runo Axelsson and Susanna Bihari 

Axelsson[11]提出公共健康领域协作关系概念框架，

是对前人理论的补充，也为后来医师与药师协作模

型及测量工具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

组织间的功能差异和结构差异是导致协作的前提；

组织与组织间的协作包括横向协作和纵向协作。公

共健康领域的协作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横向的协作，

偶尔也会有纵向的协作。图1描绘了组织间协作关

系形成的必要因素。

2   国外医师与药师协作实践模式及模型
2.1   国外药师主导的服务模式

基于理论框架，医师与药师的协作多是一种

组织间的横向协作，这种协作源自责任的分割和组

织间的差异。在国外，药师可以为患者提供药物治

疗相关的专业服务，使得药师与医师产生责任的差

异，从而促使协作的发生。

发 达 国 家 在 探 索 药 师 主 导 的 服 务 模 式 方

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例如英国的药物使用审查

（Medicine Use Review，MUR）和新药物服务

（New Medicine Service，NMS）；美国的药物

治疗管理（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MTM）；澳大利亚的专业药学服务（Professional 

Pharmaceutical Service，PPS），包括家庭药物

审查（HMR）和糖尿病药物协作服务（Diabetes 

Medicine Association  Service，DMAS）；新西兰

的药物管理服务（Medicine Management Services，

MMS）等。这些服务模式为药师与医师协作关系

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2.2   药师与医师协作模式

除了采用上述药师主导的服务模式外，国

外药师还会与医师或健康管理部门采取正式的协

Keywords:   pharmacist-physician collabor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arison of models; instruments for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references

图1   导致组织间协作的因素及各因素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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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如美国医师与药师协作多采取签订书

面协议的形式[12]。合作实践协议（Collaborative 

Practice Agreement，CPA）是药物治疗合作管理

（Collaborative Drug Therapy Management，CDTM）

中常用的一种模式。此外，还有临床药师协议模

式（Clinical Pharmacist Practitioner，CPP）。在英

国，2003年开始实行补充处方模式（Supplementary 

Prescribing Model ）；该模式下，医师和药师达

成一致的患者临床管理计划，医师负责诊断，药

师根据临床管理计划开具处方。2006年，英国开

始使用独立处方模式，药师可以独立进行患者评

估、诊断和临床管理等工作。为鼓励医师与药师

加强彼此间的协作，2012年，新西兰开始使用社

区药房服务协议模式（Community Pharmacy Service 

Agreement），该协议由药师和当地的区健康医疗

委员会签订。签订该协议的药师可以根据协议的内

容提供专业的药学服务。

2.3   医师与药师协作模型

席晓宇等[13]总结了国外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的

几种模型，包括协作工作关系模型（CWR）、全

科医师与社区药师协作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 

of General Practitioner and Community Pharmacist 

Collaboration，GPCPC）、全科医师对社区药师

协作态度模型（Community Pharmacist Attitudes 

Towards Collaboration with General Practitioners，

ATC-P）和社区药师对全科医师协作态度模型

（General Practitioner Attitudes Towards Collaboration 

with Community Pharmacists，ATC-GP）、医师

与社区药师协作Meta模型（Physician-Community 

Pharmacists Collaboration Meta-model，PCPC 

Meta），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想出我国的医师

与药师协作关系模型。

这几种模型中，除了CWR和PCPC Meta模型，

其他模型均运用理论与定性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确

定模型框架及影响因素，各有特点和缺点。其中，

CWR应用最为广泛，已经被应用于医师与药师协

作影响因素分析[14-16]，以及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进

展分析[17]等方向，也为后续几个模型的构建提供了

参考依据。该模型虽然在方法学上存在缺陷，但依

然被广泛应用。可能的原因是与其他模型相比，更

具简洁性，影响因素的划分更系统且容易量化，理

论扎实，且适合多种实践模式。

3   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测量工具
3.1   国外协作关系测量工具介绍

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测量工具的开发基于

医师与药师协作模型及理论。已有的测量工具

有医师与药师协作指数（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on Index，PPCI），医师与药师协作态度

量表（Scale of Attitudes Toward Physician-Pharmacist 

Collaboration，SATP2C），药师跨学科协作频率

测量工具（Pharmacist Frequency of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 ion Instrument，FICI-P），全科医

师跨学科协作频率测量工具（GP Frequency of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Instrument，FICI-

GP），全科医师与药师协作态度指数-对全科

医师（Attitudes Towards Collaboration Instrument 

for GPs，ATCI-GP），全科医师与药师协作态

度指数-对药师（Attitudes Towards Collaboration 

Instrument for Pharmacists，ATCI-P）。

3.1.1   医师与药师协作指数

2005年和2006年，由美国学者Zillich开发并

验证了PPCI[18-19]。该测量工具基于CWR模型，

主 要 测 量 C W R 模 型 中 的 交 互 变 量 （ E x c h a n g e 

V a r i a b l e s ） 。 P P C I 共 有 3 个 维 度 ， 分 别 为 信

任 度 （ T r u s t w o r t h n i e s s ） 、 角 色 规 范 （ R o l e 

Specification）和关系开启（Role Initiation）。信任

度这一维度共6个问题，主要考察医师与药师彼此

的信任程度、对协作关系的承诺和交流情况；角色

规范共5个问题，主要衡量医师与药师的相互依赖

程度和协调沟通能力；关系开启共3个问题，主要

关注医师与药师是否有协作的行为。信任度和角色

规范这2个维度的测量使用李克特7分量表，得分越

高表明协作关系越紧密。

PPCI可以反映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的进展程

度。研究机构可以用其评估提高医师与药师协作关

系的手段或干预措施是否有效。组织管理者可以将

其用于评估医师或药师的表现。此外，管理者还可

以用它来确定医师与药师建立协作关系的主要障

碍。其缺陷在于只能考察医师对药师的态度，而无

法将医师自己的行为考虑进去[20]。

3.1.2   医师与药师协作态度量表

2011年，由美国学者Van Winkle开发并进行

验证了SATP2C[21-22]。SATP2C基于多个组织协作理

论，参考Hojat提出的医师与护士协作关系态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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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并运用试点试验确定最终的内容。主要用来

测量医师（医学生）和药师（药学生）对跨学科

协作的态度。该测量工具包括4个维度，分别为

协作与团队工作（Collaboration and Teamwork）、

责任（Accountability）、职责交叉（Overlapping 

Responsibilities）和权威（Authority）。该测量工具

使用李克特4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医学生或者药

学生对医师与药师协作的态度越积极。

SATP2C反应医师（医学生）和药师（药学

生）对协作关系的心理特性，使用该测量工具测量

的结果可以作为进一步实施跨学科教育的依据。

此外，该测量工具可以同时使用于医师和药师，

无需准备分别针对医师和药师的2种版本。其不足

之处在于取样方法的缺陷和样本量过小可能影响

SATP2C的效度。医师和药师使用同一份问卷也导

致协作关系中的某些关键要素如信任、尊重等无法

考察[23]。

3.1.3   药师和全科医师跨学科协作频率测量工具

FICI-P和FICI-GP由澳大利亚学者Connie Van

在2012年开发并验证[20, 24]。FICI-P是针对药师的

测量工具，共3个维度10个问题，涵盖了交流、信

息共享和共同制定决策。回复等级共4级，得分越

高表明协作越频繁。FICI-GP是针对医师的测量工

具，共3个维度10个问题，涵盖了交流、信息共享

和共同制定决策。回复等级共3级，得分越高表明

医师与药师协作越频繁。

FICI-P和FICI-GP从测量医师与药师协作频率

的角度反映医师与药师的协作关系，是对现有测量

工具的很好补充。此外，在进行验证的过程中，该

测量工具展现了良好的信度和标准效度。其不足之

处在于构建该测量工具的过程中，取样地点为澳大

利亚的1个州，最终确定的内容不一定符合全国或

者其他国家的现实情况。

3.1.4   全科医师与药师协作态度指数

ATCI-P和ATCI-GP由澳大利亚学者Connie Van

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开发并验证[23, 25]。该测量工

具分别基于ATC-P模型和ATC-GP模型。主要考察

影响医师与药师建立协作关系的因素，分为互动要

素、参与者要素和环境要素3个维度。ATCI-P中，

互动要素共10个问题，参与者要素共5个问题；这2

个维度的回答使用李克特5分量表。环境要素共2个

问题，分别为是否在培训中与药师有联系以及工作

地点是否临近全科医师的办公室，得分越高表明协

作关系越理想。ATCI-GP共4个维度，分别为互动

要素、参与者要素、环境要素和药师在药物管理中

的角色。互动要素和参与者要素最为显著，共11个

问题；药师在药物管理中的角色这一维度共2个问

题。这3个维度的回答均使用李克特5分量表。环境

要素共3个问题，涵盖了“邻近性” “交流”“是

否参与HMR”3个主题，得分越高表明协作关系越

理想。

该测量工具可用于评估医师和药师对建立协

作关系的态度，也可用于分析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

的影响因素。由于该工具有分别针对医师和药师

的2个版本，因此，可以反映协作关系中的互动因

素，从而弥补了SATP2C的不足。但也增加了研究

过程的难度。此外，开发该测量工具时，取样对象

为澳大利亚参加家庭用药审查（HMR）的医师和

药师，无法反映没有参加该项目的医师和药师的意

见，也不能完全反映不同国情下医师和药师的协作

关系。

3.2   不同协作关系测量工具间的对比分析

几种测量工具的对比从内容、验证、应用

（角度及特点）、模型基础和背景进行。表1汇总

了上述几种协作关系测量工具的对比信息。

从方法学上来说，在初步确定测量工具内

容时，都会使用文献综述法和专家审核法。除了

PPCI和SATP2C外，其余测量工具还会使用定性

访谈法。定性访谈法在协作模型的构建中也被使

用，包括半结构访谈法、深度访谈法、聚焦小组

等。定性访谈的对象一般为所研究问题所在领域

的专家学者，他们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通过定

性访谈不仅可以记录实践过程和标准，也可以开

发新的实践过程和标准，或者对以往的实践过程

和标准发起挑战或强化[26]。使用CASP 定性检查表

（Qualitative Checklist）评估这些模型或者测量工

具中使用的定性访谈法，GPCPC模型证据等级最

高[27]。PPCI没有使用定性访谈法可能在于其基于

已经验证过的CWR模型，内容的确定有充足的理

论和模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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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种协作关系测量工具对比

名称 内容确定 验证内容
验证样数 角度

特点 模型 背景
医师 药师 医师 药师

PPCI - 内容确定方法

文献综述

5 位医师和药师审核

- 维度确定

主成分分析法

因子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

内部一致性

信度

构想效度

340 √ 反 应 医 师 与 药

师 协 作 关 系 的

进展程度

CWR 美国

MTM

SATP2C - 内容确定

文献综述法

专家审核

- 维度确定

主成分分析

内部一致性

信度

相关性检验

166 77 √ √ 反应医学生（医

师） 和 药 学 生

（ 药 师） 对 协

作关系的态度

— 跨学科

教育 

IPE

FICI-P

FICI-GP

- 内容确定方法

文献综述法

定性访谈法

专家审核

- 维度确定

主成分分析法

因子分析

平行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Mann–Whitney U test

- 答案种类确定

Rasch 分析

维度检验

内部一致性

信度

标准效度

258 224 √ √ 反 应 医 师 与 药

师协作的频率

— 澳大利

亚 HMR

ATCI-P

ATCI-GP

- 内容确定方法

文献综述法

定性访谈法

专家审核

- 维度确定

主成分分析法

结构方程模型

内部一致性

信度

模型适用性

376 492 √ √ 反 应 医 师 与 药

师 对 协 作 关 系

的态度

ATC-P

ATC-

GP

澳大利

亚 H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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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测量工具进行验证的过程中均对其信度

和效度进行了验证。验证时所需要的样本容量满足

各自的需求。与其他测量工具相比，SATP2C的样

本容量稍显不足，可能会导致最终结果产生一定的

偏差。因此，在使用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从应用层面来说，除了PPCI只能用于医师，

其余的测量工具均可以用于药师和医师。SATP2C

可以同时用于医师和药师，ATCI和FICI均有分别

针对医师和药师的版本。PPCI的特点在于可以用

其测量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进展的程度；SATP2C

和ATCI可以用于测量医师和药师对协作关系的态

度；FICI可以用于测量医师与药师的协作频率。

这几种工具均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使用。

例如，单独使用PPCI可以考察不同医院医师与药

师协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并找出影响协作关系进

展的关键因素[17, 28-30]。分别对医学生和药学生使

用SATP2C，可以得到医学生和药学生对协作关系

的不同态度，再将所得结果进行横向对比可以找

出跨学科教育（IPE）的缺陷[31]。同时，使用FICI

和ATCI可以考察影响医师与药师协作频率的关键

因素[23]。

从背景层面来说，这些协作关系测量工具的

开发以及协作模型的提出，都基于有利的背景。

例如CWR和PPCI的构建基于美国的药物治疗管理

（MTM）。MTM是指专业药师对患者提供用药教

育、咨询指导等一系列服务，从而提高用药依从

性，预防用药错误，培训患者进行自我用药管理，

以提高疗效服务模式[32]。英国的MUR和NMS，澳大

利亚的PPS以及新西兰的MMS与美国的MTM类似，

均是药师对患者提供的服务，对药师角色的扩充起

到正向促进作用，也为药师和医师协作关系的建立

搭建了平台。

3.3   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测量工具应用举例

武汉科技大学使用SATP2C评估“药学生与医

学生协作参与糖尿病和高血压自我管理社区服务项

目”的实施效果[31]。对比参加该项目前后药学生和

医学生的SATP2C得分，发现该项目实施后得分显

著提高。在教学中增加与医学生的互动交流对医学

生和药学生的协作态度起到正向作用。该结果为跨

学科教育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事实依据。

伊拉克公共健康背景下，Al-Jumaili使用微调

后的PPCI考察影响医师与药师协作的因素[16]。将问

卷中“合作照护”部分的分数作为因变量，PPCI

各部分的分数及受访者基本信息作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伊拉克医师和药

师协作多发生在医院背景下，药师的学历、“信

任”“协作关系开启”对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的建

立有显著影响。基于此结果，医院管理部门可以采

取针对性的措施。

4   对我国的启示
4.1   扩大药师职责

Runo Axelsson和Susanna Bihari Axelsson的组织

间协作理论认为协作需求的产生源自组织间的差异

和责任的分割[11]，只有当药师能够提供差别于医师

的专业服务时，才会产生协作的需求。

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从法律层面上赋

予药师药品管理、处方审核、用药指导等权利[33]。

与以往药师只负责发药等工作相比，新修订版《药

品管理法》对药师责任的定义是一大进步，但与美

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药师的权利和职责依然

比较局限。

参加美国药物治疗管理的药师可以提供药物

治疗回顾、个人药物记录、药物相关活动计划和

干预和／或提出参考意见以及文档记录和随访服

务[32]。这些服务的提供促进了药师与医师以及其

他初级保健人员的交流与合作。英国的药师不仅

可以提供类似MTM的服务，也可以独立或者在医

师的监督下为患者提供处方。

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出，随着药

师职责以及服务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大，药师与

医师建立协作关系逐渐成为必然，且协作关系进

展是否顺利直接影响医疗服务质量的高低，甚至

影响医疗费用的支出。

4.2   医院应采取举措促进医师与临床药师协作

我国现行的医师与药师协作主要发生在医院

内，协作双方主要为医师和临床药师。这种协作方

式满足了协作关系构建时对“邻近性”的要求，也

符合我国目前的现状。但在协作过程中，由于职责

交叉、权威等问题，某些科室医师与临床药师协作

并不顺畅。因此，医院管理者应从管理层面进行干

预，采取措施改善或促进医师与临床药师的协作。

例如南京市鼓楼医院将临床药师和医师安置于同一

办公室内，方便医师与临床药师随时就某些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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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沟通，同时也增加了彼此的熟悉度，从而促进信

任的产生。这种举措大大推进了医师与临床药师协

作关系的建立。此外，医院管理者还可以将医师与

药师的协作效果纳入绩效管理体系，或者对成功的

协作关系双方进行物质奖励，鼓励医师与临床药师

协作。

4.3   药师应主动建立协作关系

多项研究表明，在建立协作关系的初始阶

段，医生会认为药师在团队中的存在可能会威胁到

他们的地位，因此，药师应该主动与医师交流，破

除障碍[34]。

根据协作关系模型和理论，协作关系的建立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一开始，协作双方互不信

任，随着过程的不断推进，彼此的信任感逐渐增

加。因此，必须有一方在关系建立的初期更加积极

主动。

由于社会各界对医师的角色认知更加深刻，

药师的作用以及角色地位不管是在药师制度发展比

较成熟的发达国家，还是在药师制度还有待完善的

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被忽视。因此，为了更

好地完善自身的发展，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

务，药师应主动与医师沟通交流，展开协作。

4.4   我国临床药师与医师协作态度模型及测量工具

国内关于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测量工具的研

究较少。因此，有必要构建协作关系测量工具及模

型，以帮助协作关系更加顺利地进行。笔者通过文

献梳理，在此基础上，初步构想出我国医师与临床

药师协作态度模型及测量工具。

协作态度模型及测量工具的构建可以考察我

国医师和临床药师对协作的心理特性，并找出影响

心理特性的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改善

协作关系。我国医师与临床药师协作态度模型及测

量工具共3个维度，分别为交互因素、环境因素、

角色看法。交互因素包括交流、相互尊重、信任、

合作的意愿；环境因素包括：邻近性、体系支持、

教育、医保；角色看法包括：角色定位、能力、贡

献、交叉责任。回答使用李克特5分量表，得分越

高表明协作态度越积极。此协作态度模型及测量工

具仅是笔者的初步构想，未来需要进一步地开发及

验证。

5   小结
笔者在医师与药师协作理论及模型的基础

上，介绍了国外4种已经经过验证的协作关系测量

工具，这些测量工具可以帮助医师和药师以及组织

管理者找出协作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从而更好

地发展协作关系。然后，笔者结合国外经验和本国

国情，提出促进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医师与药师协作关系的不断深化，亟待构

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协作关系测量工具。笔者在文

献综述的基础上初步构想出我国医师与临床药师协

作态度模型及测量工具，未来需要进一步地开发及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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